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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影響女性工作者，治療師也不例外。而治療師懷孕的主題以精神

分析取向治療師最常受到探討，因工作性質屬於長期治療且建立在移情與

反移情上。本研究旨在了解精神分析取向治療師孕期治療工作現象，也對

照女性主義精神分析觀點加以探討治療設置所遭遇之困境與處理。本研究

為質性研究，採用共識質性法分析資料，研究對象為 8位治療師，包含諮
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及精神科醫師。研究結果發現，身處多元場域與多

元治療形式的治療師自述孕程順利，卻明顯忽略懷孕的限制，半數治療師

懷孕期間仍選擇接下嚴重個案。多數治療師先等待個案自行發現自己懷孕

一事，到懷孕中後期才被動地透露懷孕與產假的訊息。半數以上治療師在

孕期接受治療，幾乎都接受督導。治療師對母職能力與自我認同感到疑

惑。面對自身角色的轉變，多數優先考慮照顧胎兒或自己。當代精神分析

強調治療師主動參與，但本研究發現懷孕治療師至今並未完全放棄古典精

神分析設置與技巧，而是自行增加彈性，建構出懷孕治療師獨有之治療原

則，延伸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師對母性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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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不論男女都能承擔養育責任，但懷孕卻是女性特有而不同於男

性的經歷。懷孕帶來生理的改變，同時也有與胎兒建立連結，以及

母親角色認同的適應問題（Talmon, Finzi-Dottan, and Ginzburg, 2021: 

534）。而孕期適應會受到孕期壓力、社會支持、是否計畫性懷孕、

胎兒性別是否符合期望等多種因素影響（張淑娟、林玉華、周汎

澔，2010: 66；劉美君、周汎澔，2014: 319）。孕期壓力亦可能來自

早年經驗，影響孕婦心理適應的早年因素如依附關係、早年的逆境

與受暴、自我效能、年齡、心理成熟、孕次等（Behringer, Reiner, 

and Spangler, 2011: 217; Miller-Graff and Cheng, 2017: 590; La Marca-

Ghaemmaghami and Ehlert, 2015: 113）。且可以根據孕婦之心理成熟

程度來預測孕期與產後適應情況（Camberis, McMahon, Gibson, and 

Boivin, 2014: 2160）。

當今女性就業率竄升，懷孕影響層面與人數不斷擴大。2020年

女性勞動參與率超過五成，25至 29歲女性就業率超過九成（行政院

主計總處，2022）。而助人工作者以女性居多，占整體醫事人員 71%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22）。現代婦女經濟雖多已獨立，但仍經常

面臨因身兼多重角色所致的難題。女性心理學家遭遇專業和個人生

活的困境（Black and Magnuson, 2005: 340），如 Karen Horney、Joan 

Riviere也遭遇專業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兩難（Chodorow, 2004: 101）。

治療師懷孕是治療工作中不易協商的特殊局面。直至 1940年

代才有較多學者關注此研究主題，1970年代為此主題發表成果豐碩

的階段，約有六十多篇相關文獻與書籍（Balsam, 2003: 1154; Whyte, 

2004a: 5）。多數懷孕治療師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方式，由治療師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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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實記載懷孕時臨床個案的狀況；少數採用質性訪談，但篇數極有

限。葉寶玲（2018a: 6）彙整懷孕治療師文獻發現，懷孕不僅影響治

療師，同時也影響個案與治療效果，對於長期治療更呈現許多值得

探討的議題。許多涉及懷孕對心理治療工作影響的文獻從精神分析

學派觀點出發，古典精神分析理論主張不提供個案治療師的私人生

活資訊，讓個案得以進行移情投射，保持中立（neutral）的治療環境

（Meotti and Pezzani, 2019: 81）。然而，古典精神分析理論原本就忽略

女性，多年來懷孕治療師無法匿名（anonymous）或中立，甚至要一

直在治療室內揭露自己的處境，與古典精神分析治療設置（setting）

的原則相左。目前懷孕治療師也未具備孕期治療工作的訓練與準備，

多依靠自行摸索與匆促面對。上述情況皆顯示探究此主題對於研究和

實務工作皆有必要。

晚近發展之關係取向精神分析（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始關注

治療過程中身體的溝通（Yakeley, 2013: 669），也對以男性為主體的

古典精神分析理論提出批判，獲得許多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師的支持。

古典精神分析理論內涵的典範移轉，顯示關注女性議題是精神分析取

向另一個重要趨勢，能豐厚臨床實務所需的知識。本研究選擇精神分

析取向懷孕治療師為對象，除了為了解懷孕時治療工作的經驗，也試

圖從精神分析移情（transference）、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匿

名與中立及節制之治療設置概念，探討治療師在懷孕期間的治療準則

與特有之現象。另一方面，亦以女性主義精神分析關注女性經驗之視

野，詮釋母職與工作交錯顯現的實務議題，期能綜合出精神分析取向

懷孕治療師的工作經驗，以及有關她們的治療設置原則，提供實務與

研究之參考，拋磚引玉以增加更多本土懷孕治療師實務之現象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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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一）古典精神分析取向治療之工作原則

1.精神分析取向治療師之治療設置

精神分析治療從 Sigmund Freud一人心理學開始，奠定了當代精

神分析的基礎，1980年代延伸為兩人互為主體與共構的關係取向精

神分析。精神分析陣營的理論內涵也從 19世紀的潛意識、前伊底帕

斯（preoedipal）情結擴大到強調自我和社會影響，臨床技術方面也

更加多元和豐富。

治療的設置也稱基本治療架構，是精神分析取向治療師的首要

任務，乃迫使個案從客體關係退行至移情關係，投射嬰兒式幻想。治

療設置亦提供母性護持與在場的環境，以利個案重返原初場景，重

新面對並處理發展的扭曲及固著問題。設置包含治療師所提供的治

療環境、時間結構、費用、請假、治療基本方式，是穩固但具彈性

的治療工具，讓治療與個案移情得以展開（Tabakin, 2017: 72）。許多

當代治療師之設置聚焦在治療師身體議題，提出體現設置（embodied 

setting），認為治療師身體的變化會攪擾個案（Lemma, 2014: 226）。

治療室對個案代表母親身體的象徵，治療師的外貌對個案是強烈刺

激，治療師的身體亦是設置的一部分，因此，治療師身體的變化可能

擾亂治療過程。

2. 精神分析取向治療師設置之態度、移情及反移情

治療設置對治療關係有重大影響，而治療關係是古典精神分析

的理論核心。外在設置如上所述之治療場域與結構，而內在設置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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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分是中立與節制。古典精神分析取向治療以中立、匿名、節制原

則，作為受訓者的臨床圭臬。治療師如同鏡子，讓個案顯現。中立乃

治療師的態度之一，Freud（1912b/Trans. Riviere, 1958/1924: 111）很

少使用中立一詞，而以平均懸浮的注意力（evenly-hovering attention）

描述治療師當處在觀察個案的位置。Freud因治療 Dora個案的失敗經

驗，而體會到治療師中立技術之重要性（Hare-Mustin, 1983: 593），

Freud（1915/1914/Trans. Riviere, 1958/1924: 164）建議精神分析治療

師不要放棄保持中立，反而應該檢視自身反移情，讓個案投入治療。

理想的治療師應成為空白螢幕（blank-screen），盡量維持匿名，減少

自我揭露，繼而解決個案抑制聯想與逃離幻想的情況。治療師透過不

告訴個案自己的生活、價值觀、判斷與反移情感受，建立中立氛圍，

以免汙染移情空間。治療師設置親密但節制（abstinence）的治療空

間，讓個案感到剝奪，好壞客體與自我得以自在地浮現。治療師的節

制彷如嚴厲的超我，制止治療師反移情之遂行慾望，一方面是不受到

驅使而滿足個案，另一方面是不為化解治療師焦慮而過度詮釋。

Anna Freud（1966: 28）則將中立定義為與個案原我（id）、自

我（ego）、超我（super-ego）保持同等的距離，治療師將注意力分

散在個案各面向。英國客體關係（object relations）與美國人際取向

（interpersonal process）精神分析也支持治療師在治療中具有觀察者角

色的觀點。然而，人際取向精神分析挑戰匿名與中立原則，認定治療

師一定會影響到治療，質疑達到完全中立的空白螢幕是荒謬的想法，

也指出中立將導致治療師壓抑與防衛，試圖隱藏自己，逃避與個案的

衝突。

Freud（1905a/1901/Trans. Strachey and Strachey, 1953/1925: 116; 

1912a/Trans. Strachey, 1958: 104）認為治療中不可避免會出現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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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治療師需要詮釋個案的移情。例如，個案將治療師當作壞媽媽的負

面移情。現代精神分析取向治療師有的並未遵循古典精神分析的理

論，治療關係較多互動，更強調個案自我的功能而非早期經驗。此

外，Freud（1910/Trans. Riviere, 1957/1924: 144）提出反移情的概念，

並將之定義為一種治療師對個案的移情：治療師潛意識感受到個案如

同自己過去的重要他人，這些感受和想法源自治療師的心理需求或衝

突，阻礙治療的進展。但現今認為反移情可作為治療工具，了解個案

潛意識激起他人反應的特定行為。治療師需要覺察自己的反移情，懷

孕治療師亦然。懷孕治療師潛意識分裂的衝動和破壞性投射到個案身

上也會形成反移情。

（二）懷孕治療師相關研究發現

1. 懷孕事件衝擊治療師原有的治療處遇與技術

與上述懷孕造成治療之正面影響相對的是，治療師懷孕一事對個

案與治療師產生的負面影響。當懷孕治療師專注在自己與孩子、焦慮

於自己身體的變化，便可能在治療中想與個案保持距離，和個案一樣

否認與逃避（Schmidt, Fiorini, and Ramires, 2015: 59）。懷孕治療師的

身體界線改變，與胎兒共享身體，造成治療師過度自戀，對懷孕過度

重視（Talmon et al., 2021: 542）。很多年輕健康的治療師拒絕承認自

己脆弱的一面，幻想自己無所不能（phantasies of omnipotence）。

Sheri Fenster、Suzanne B. Phillips、Estelle R. G. Rapoport（1986: 

52）的研究發現，治療師懷孕時的治療風格與技術之改變，發生在無

意識中。治療師在懷孕過程所使用的技術會變得比較直接和主動，增

加使用面質（confrontation）技術，而較少能保持中立，對於個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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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治療時間也變得缺乏彈性（Way, Lamers, and Rickard, 2019: 459）。

治療師懷孕時使用更多自我揭露、口語表達及移情詮釋，尤其是歷程

詮釋或夢的詮釋。對此現象，筆者推論是因為，治療師的懷孕導致個

案增加很多與治療關係有關的感覺、幻想、夢、想法，甚至被刺激採

取行動化，而導致懷孕治療師的口語表達增加，治療師更主動使用提

問、面質、澄清、詮釋介入技術，以達到與個案同理的連結。另一方

面，受到產假的壓力與限制，懷孕治療師更容易積極地介入。而懷孕

的兒童治療師使用技術之彈性也變大，在考慮是否設限時有較多的妥

協（Schmidt et al., 2015: 56）。

2. 治療師懷孕事件對治療之正負向影響

治療師懷孕對個案極具威脅性，治療師的胎兒是外在世界的侵

入者，卻成為治療師身體的一部分。很多個案心理上無法消化治療師

懷孕所致的衝擊，從而浮現出許多過去的議題，如依賴感、分離、失

落、被拋棄、競爭、害怕與排斥性、對懷孕的願望與恐懼、羨慕女性

生產、死亡焦慮與罪惡感。治療師那因為腹中胎兒而日漸變大的身

體，讓個案感到震驚、焦慮、害怕與混亂，可能出現各種抗拒行為，

例如否認、生氣、忌妒、退縮等負向感受，或同時有複雜感受，抑或

是產生社交性的反應，詢問治療師的健康、生活、其他孩子的狀況，

甚至於個案的角色反轉變成懷孕治療師的照顧者（Wedderkopp, 2006: 

41, 51）。

葉寶玲（2018a: 7）整理國外文獻發現，個案對治療師懷孕所產

生的行動化反應，包含沉默、體重變化、停止避孕、懷孕、流產、遲

到、更換治療時間、終止治療、擅自觸摸治療師孕肚、照顧治療師、

說出隱瞞很久的戀情、夢見治療師等。可見懷孕明顯影響治療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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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刺激個案出現行動化反應，對個案之影響的確不容小覷。

治療師懷孕後，從過去治療師與個案的兩人配對關係，改變為

加入胎兒的三人關係，導致治療環境改變，造成個案談論的內容和

情感減少（Stockman and Green-Emrich, 1994: 459），但同時也帶來正

向影響。治療師的懷孕事實強化個案之移情、抗拒及行動化反應，

激起個案過去未解決的議題，如伊底帕斯衝突、對母親的矛盾、對

胎兒的敵視和競爭、對女性的敵視等議題，皆因而有機會得以疏通

（Bassen, 1988: 285; Way et al., 2019: 458），且個案的移情變得更加

複雜，有利於重組防衛機制與內在客體關係的衝突（Birksted-Breen, 

2012: 70-74）。治療師不僅可以藉由自身不同孕期對個案所激起的不

同議題來介入處理，若個案經歷治療師多次懷孕，也有機會處理不同

的議題（Whyte, 2004b: 130）。有些個案創造出角色反轉，因為自己

比治療師更為了解懷孕，而能提供建議，進一步覺得自身是有能力的

（McCluskey, 2017: 308）。

Cecile R. Bassen（1988: 290）認為，懷孕治療師至少出現一種反

移情的困難，比如無法記起跟個案有關的細節而放棄記錄，變得以自

我為中心和享受懷孕的愉悅或變得焦慮，想跟個案保持距離或是對個

案產生罪惡感。懷孕讓個案發現治療師現實生活的一面，強化了個案

對真實關係的感覺。治療師不再是鏡子或空白螢幕，無法客觀觀察個

案，而懷孕洩露了治療師擁有性生活及性伴侶的私人資訊。懷孕治療

師需要告訴個案有關懷孕與產假的訊息，也導致難以維持分析關係之

完整性。治療設置包含許多變數，治療師的懷孕就是其中之一，但有

必要綜合出懷孕治療師工作設置之主要原則。懷孕治療師若能夠覺察

自己的反移情，將有助於治療的進展，增加滋養照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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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神分析取向懷孕治療師如何揭露懷孕與產假

很少有研究主題聚焦在治療師如何向個案請產假上（Schmidt et 

al., 2015: 56），治療師選擇時機向個案宣布懷孕和請產假，均是重要

的歷程。因為治療師的產假終止了談話，與拋棄、分離的議題相關，

所以同時也是一個治療介入的時機。個案與治療師討論懷孕與產假，

雙方雖常出現負面感受，但相對地，也覺得治療師變得更真實和有人

性（McCluskey, 2017: 306）。懷孕治療師設定停止治療的明確日期，

也向個案顯示生活中的治療師並非萬能的（Wedderkopp, 2006: 41）。

治療師產假的時間從 8天到 3個月不等，但多數是在 1至 2個月內。

目前對於治療師何時開始請產假與請多長的產假尚無定論，但多數均

主張提前給個案一個明確的暫停治療日期。

治療師的懷孕與生產，對一直接受餵養和依賴治療師的個案而言

如同面臨斷奶。過去文獻建議在孕期個案量、個案抗拒程度、個案的

個別差異、個案的治療階段、治療師的反移情、治療技術等方面思考

如何處理，亦可採用代理治療師（alternate therapist）、諮詢、治療、

督導等資源（葉寶玲，2018b: 23）。上述顯示治療師懷孕對治療工作

而言，交織複雜而需要治療師經系統性考量後的應對處理。

（三） 女性主義與客體關係學派對古典精神分析理論之影響

如前所述，女性治療師懷孕並未在古典精神分析治療設計與理論

概念實務操作考量中。女性與女性心理發展被古典精神分析所忽略，

直至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結合女性主義觀點，挑戰古典精神分析創始人

男性角度之偏頗，與當代精神分析客體關係理論之擴展，讓古典精神

分析出現嶄新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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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女性精神分析師女性主義意識的崛起與發展

女性自主與意識現今不斷提升，不同時期女性主義運動浪潮迭

起，各有訴求。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極力爭取女性權利，認為男女本

質相同，女性也有理性的一面，應尊重兩性差異且支持母親的身分地

位。第二波強調個人即政治，個體可以擁有更多身分認同的可能。

第三波強調性慾自主與賦能女性（Mayo and Moutsou, 2017: 8）。其

後，走上酷兒理論的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時代，Judith Butler認為

性別具有流動性，性別主體是不穩定和變化的（Barone-Chapman, 

2014: 22）。與前述女性主義分期對照之下，Freud生活的年代（1856-

1939）已出現第一波女性主義的啟蒙，但當時精神分析與第一波女性

主義並無特別交集。第二波女性主義時期，約於 1970年代女性主義

者開始質疑古典精神分析理論對女性心理之貢獻時，分析師紛紛提出

反對 Freud的聲浪，將女性主義與精神分析並列進行探討。

女性精神分析師在女性發展議題上可分成四個時期，且不同

時期各有其代表人物。第一個時期的代表是Melanie Klein與 Karen 

Horney。Klein認為對女性發展而言，古典精神分析之陰莖羨忌概念

不是很重要。Horney認為古典精神分析性理論是 Freud成長背景的

反映，僅參照 Freud自身男性性發展形成的精神分析理論之假設有所

偏頗，不接受女性在伊底帕斯情結的命運之看法，轉而支持人際影響

的觀點。第二個時期的 Dorothy Dinnerstein指出母職乃受父權所形塑

而成，稱之為寡頭母職（monopoly of motherhood），指由母親單方面

承擔所有養育權責。第三個時期 Nancy J. Chodorow提出母職再製，

反對 Freud之嬰孩是雙性的、母親是孩子第一個性客體的說法，認為

母親在孩子自我的形塑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同時也認為母職複製

了性別不平等。第四個時期 Jean B. Miller強調依附、自主與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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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化，認為關係才是最主要的人類基本需求（Shrier, Tompsett, and 

Shrier, 2004: 95）。上述四時期的女性精神分析師先驅，紛紛從女性

主義的角度提出古典精神分析理論的不足處，補足一直困惑著 Freud

的女人謎題。

2.女性精神分析學者對古典精神分析之質疑

1970年代實務工作者開始回顧古典精神分析中的女性發展觀

點，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師如 Helene Deutsch、Luce Irigaray、Julia 

Kristeva、Juliet Mitchell也認為古典精神分析理論是男性的觀點，

帶有性別歧視色彩，充滿對女性的盲點與偏見，例如「陰莖羨忌」

（penis envy）的概念，因此，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師隨後提出「子宮羨

忌」（womb envy）一詞加以對比駁斥（Scheurer, 2017: 14），認為從

《哈姆雷特》（Hamlet）歸納出的戀母情結、愛上父母中的一方而恨惡

另一方之「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有利於解釋精神官能

症，卻只吻合小男孩對父親認同的發展歷程。

女性主義是 Freud的一大盲點（Nixon, 2015: 136）。女性主義精

神分析師對女性與母親兩概念提出與 Freud不同的論述，主張母親是

一個具有生物性的存在，而性別是社會所建構出來的。女性與母親的

社會結構根深蒂固，無形中存在許多既定的規範，若不墨守成規而背

離社會期望將受到譴責，由此產生許多母性（mothering）的迷思，

例如認為成為母親才能擁有正常完整的人生，不為人母勢必後悔與不

快樂，以及幸福取決於有無生養子女，不孕或沒有孩子的女性是有缺

陷的（Balsam, 2003: 1157）。

Freud的時代缺乏性別意識，其本人也承認無法理解女性想要

的，但仍提出諸如女性歇斯底里（female hysteria）、母職是女性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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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女性性慾與受虐等停留在二元思考層次的論述，繼而引起許

多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師群起批判（Fiorini, 2019: 595）。Freud認為女

性的超我永遠無法達到客觀並獨立於情緒之外，在他看來，女性是情

緒化的，男性則是理性的，而此論點在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中早已被

推翻。Freud將女性界定為孩子照顧者，也在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中

受到批評。母性廣被認定是女人的天性，但事實上不同母親之間存

在顯著的差異，母親也可能有非母性的傾向，對成為母親缺乏興趣

（Voela, 2016: 244）。在理想母親的刻板印象下，多數人對於有著美迪

亞情結（Medea complex）、報復子女的母親視而不見，忽略母親常有

的負面情緒。女性並不等同於母親、母性不是女人唯一的角色之思

維，正是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師所欲強調之信念。

3. 客體關係學派代表人物及在母親角色上的主要貢獻

Freud開創古典精神分析學派，其後繼者則紛紛另闢蹊徑，繼

Karen Horney、Erich Fromm及 Harry S. Sullivan之新 Freud學派後，

以英國之客體關係和獨立學派備受關注。客體關係越過 Freud的性發

展理論，重視母性而非父性。英國客體關係主要包含克萊恩學派與獨

立學派，二者理論與術語有別，不同學者的客體關係理論形成不同理

論思路與治療模式。

客體關係學派認為生命第一年最初幾個月的事件影響一生的發

展，強調人的本能在尋求客體（關係），延伸 Freud（1905b/Trans. 

Strachey, 1949: 222）第一個性客體是母親的乳房之觀點，提出許多

嬰孩發展的假設。主要貢獻人物如Melanie Klein。Klein（1946: 102; 

1975/1952: 63）強調，內在客體是出生後幾個月嬰兒對母親乳房投

射潛意識幻念（phantasy），將母親分裂為好乳房與壞乳房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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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體，同時提出投射認同概念，認為個案像是嬰孩，對如同母親的

治療師投射其痛苦。Klein強調 Freud的死亡本能概念是嬰兒焦慮

的來源，嬰兒心智發展包含偏執（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憂鬱

（depressive position）兩個位置。

獨立學派 Donald W. Winnicott（1971: 10）則強調外在客體，提

出原初母性關注（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恰到好處的母親

（good enough mothering），指出母親為提高敏感度而全部心力被嬰孩

占據，而治療師正如同母親，需要提供個案一個抱持（holding）的

環境。Wilfred R. Bion（1963: 96）延續 Freud之軀體自我（body-ego）

概念，提出治療師如同母親涵容（container-contained）與消化個案痛

苦情緒投射的觀點。其他精神分析之客體關係學者尚有提出依附理論

的 John Bowlby、自體心理學者 Heinz Kohut、提出母嬰共生的自我心

理學者Margaret Mahler，他們都認為母親對兒童發展而言是主要的關

鍵，並依照各自的理論假設提出不同的治療方式或技術。客體關係雖

然有助於古典精神分析的延伸與突破，但仍有學者對客體關係各理論

之假設提出異議（Barratt, 2017: 332）。

精神分析結合女性主義思想是一個有利的撞擊和挑戰，能激發

出父權背景的精神分析理論學者之反思，更新理論中對女性與母性的

理解。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師們多年來深入解析精神分析理論假設與女

性發展、母職、母女關係之論述，逐漸從批判古典精神分析女性缺陷

論，轉移到女性的優勢上。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僅從女性角度檢視古典

精神分析理論中女性的發展論點，當代精神分析則延伸到母嬰兩人關

係的方向，但無論依循古典精神分析或客體關係理論，均無法提供懷

孕治療師適用之治療設置原則。精神分析取向之懷孕治療師進行心理

治療工作，在國外已累積若干臨床與研究發現，本土尚未見有相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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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討。治療工作本就複雜與多元，治療依據之精神分析理論正隨

時代演進而變迭，懷孕治療師實務工作與技術面臨無從依據而需要重

新整合與認同之際，當有更多研究提供懷孕治療師實務上之參考。因

此，本研究擬以精神分析取向懷孕治療師為對象，歸納出精神分析懷

孕治療師實務工作在設置態度上的原則，此為本研究之最終目的。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向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從精神分析取向懷孕治療師的角度，了解在孕

期進行心理治療的經驗，採取質性研究之共識質性研究（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 CQR）蒐集與分析資料（Hill, 2012: 12-13），此法

為一種系統分析與探究的方法，具後實證與建構主義典範精神，結合

現象學與扎根理論方法的特性。藉由研究團隊多位研究者，以受訪者

的脈絡理解受訪者孕期治療工作情形，不斷歸納、檢核以獲得多元資

訊，強調在角色平等關係下達成共識，檢核不同受訪者間具代表性的

結果。同時，亦參考 Clara E. Hill等（2005: 196）分析 15年來之共

識質性研究成果後，對共識程序、研究者偏見、研究團隊、資料蒐

集、資料分析及研究結果與討論所提出的建議。

（二）研究參與者

研究者為諮商心理學博士、女性，學習精神分析取向治療約十五

年，本身具有質性研究之經驗。在本研究中擔任角色為研究設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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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資料分析者與撰寫者。本研究邀請 5位研究生擔任共識研究

團隊「內團體」的協同分析者，皆選修過質性研究課程，並於資料分

析前由研究者進行說明與練習。Hill等（2005: 201）建議至少使用一

個團隊外的審查者，故邀請一位五十多歲女性諮商心理學博士（學習

精神分析取向治療 19年，具有實務工作經驗 25年），擔任共識研究

團隊「外團體」的專業審查者，審視編碼分析結果後提供建議與討

論，以提高本研究之可信度。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與滾雪球取樣方式，透過助人者交流平臺、公

會以及電子郵件，共招募到 8位受訪者，受訪者基本資料如表一。

表一：研究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號 年齡 職稱 孕齡 子女數
實務工作
（年）

學習精神分析 
（年）

A 53 臨床心理師 37/40 1 20 15
B 34 諮商心理師 30/33 2 7 9
C 33 諮商心理師 30 1 7 6
D 53 精神科醫師 29/31 2 20 20
E 41 臨床心理師 39/41 1 8 4
F 50 精神科醫師 33/38 2 14 16
G 45 臨床心理師 39 1 21 8
H 47 精神科醫師 32/36 2 20 20

表一顯示，受訪者之職稱包含臨床心理師（n=3）、諮商心理師

（n=2）及精神科醫師（n=3）。年齡自 33至 53歲，平均年齡 44歲。

治療工作年資 7至 21年，平均為 14年。孕齡自 28到 41歲，子女數

為 1至 2位。其中有兩位受訪者經歷過一次流產。學習精神分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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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6至 20年，平均 12年。工作場域包含社區、學校、醫院、法院及

個人工作室。孕期有嚴重個案者 5人、長期個案者 5人、懷孕個案者

3人、兒童個案者 1人。兩位受訪者孕期曾帶領團體治療。受訪者 D

的一位長期個案曾經歷其兩次懷孕和產假。在接受治療與督導上，除

了 D、G之外，其他受訪者孕期都接受治療，且多數受訪者孕期接受

過督導，僅有受訪者 D沒有接受督導。

（三）研究程序

研究者參考過去文獻發展出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訪談大綱及基

本資料表。本研究受訪者服務對象包含不同發展階段的個案，蒐集資

料過程發現 D、G、E在孕期接過兒童個案，有的是在育幼院內的個

案。G、E孕期也帶領過兒童與青少年團體，但本研究多數受訪者主

要工作是個別治療。此外，受訪者經歷過個案懷孕、受督者懷孕、個

案配偶懷孕或治療師與個案同時懷孕等情況，其中 6位受訪者治療過

想要懷孕及準備懷孕的個案。F的個案在分析過程中懷孕，G與 F均

經歷個案從單身到懷孕以及成為母親。H自身懷孕時，也治療過懷孕

的個案或男性個案的配偶懷孕和墮胎。基於本研究篇幅，僅探討懷孕

治療師的治療工作中，懷孕治療師本身與個案受到的影響與處理。本

研究之訪談問題如下：

（1）懷孕經驗：早（16週前）、中（17至 29週）、晚期（29週

後）的懷孕過程如何？

（2）孕期工作：孕期主要治療工作場域與形式及對象為何？是否

在懷孕期間曾暫停治療工作？原因是？分析／治療工作對您懷孕身心

狀況是否有影響？有哪些影響？懷孕對您治療工作是否有影響？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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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影響？

（3）宣告懷孕與產假：是否告訴病人／案主您懷孕了？何時與如

何告知？何時告知與如何告知的考量為何？病人／案主是否猜測到您

懷孕？如果有，您如何處理？病人／案主對您懷孕的反應如何？出現

哪些情緒或行為？

（4）孕期督導與治療：懷孕期間您是否曾接受分析／治療或督

導？是因懷孕對治療的影響而接受督導嗎？如果是，主要是為了哪種

影響？當時督導對您孕期治療工作有哪些幫助？

（5）身為精神分析取向懷孕治療師，您對性別、母職與治療工作

有什麼看法？

確定受訪者與訪談日期、地點後，即展開訪談與資料蒐集，將研

究參與同意書、基本資料表、訪談問題以電子郵件先寄給受訪者。訪

談由研究者親自進行，進行時先介紹研究者，並說明研究目的及告知

相關權利與義務。訪談均全程錄音，並招募謄打逐字稿者說明謄稿原

則與流程，簽訂謄稿合約後開始轉謄為逐字稿，且將逐字稿中可辨識

身分的資料予以移除。

研究者對共識團體研究生說明共識研究方法的進行步驟，透過閱

讀共識質性研究文章與討論，以清楚地了解資料分析的過程。資料分

析先依據訪談問題形成主題範疇（domain），包含孕期身心狀況、工

作場域與個案型態、懷孕對治療的影響及因應。與共識小組成員進行

溝通討論後，分別摘要出主要意義（main idea），進一步整合出範疇

下的核心概念（core idea）。完成編碼後，小組成員互相檢視，澄清

有歧異的編碼和命名，然後進行跨受訪者資料的交叉分析，辨識出共

同的類別及計算類別的頻率與類型。普遍（general）類別於本研究中

指 7或 8位受訪者皆有該類別之現象，典型（typical）指 5或 6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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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不定（variant）指 2至 4位受訪者出現該類別，而少見（rare）

指 1位受訪者為此類別。此部分分析的結果，如表二示例。最後完成

編碼時，交由審查者檢核後做進一步的討論與修正。在本研究結果

中，序號 A-015，代表編號 A的受訪者，於訪談中的第 15句回應。

表二：共識研究分析頻率示例

主題範疇 類別 核心概念
人次 

（受訪者編號）
CQR類型

懷孕與產假的
告知

告知時機

中後期 7（B、D、C、E） 普遍
中期 3（A、F、E） 不定

早期 1（H） 少見

研究品質檢核方面，依據共識質性研究品質的規準（Hill et al., 

2005: 203），本研究監控研究之蒐集資料、轉謄文本及分析資料過

程，以增進研究信實度（trustworthiness）。研究者選取研究參與者時

判斷其代表性，並適切地使用審查者給予的回饋意見修改研究結果。

對於受訪者提出關於個案內容隱私與保密的擔心，於簽署研究同意書

和告知知情同意時，做充分溝通，並於撰寫結果時，採整體分析，且

留心受訪者訪談內容中揭露之特定個案資料是否無從辨識，也和共識

小組成員逐一檢核研究結果去連結的部分。本研究結果與結論亦具有

邏輯性，可以說明整體資料與回答研究問題，符合結果一致性的原

則。資料分析時，將各類別的研究結果，進一步計算頻率後歸到普

遍、典型、不定或少見等四種類型，可驗證樣本之代表性。整個研究

均透過受訪者取得的資料分析得出，符合見證效度。整體而言，本研

究對於實務工作與研究方面提供建議與新發現，亦符合結果應用的規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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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一）懷孕早晚期治療師身心多有不適，但自述孕程工作順利

懷孕治療師容易否認或忽略懷孕帶來生理限制。本研究發現受訪

者懷孕早期出現噁心、嘔吐，少數出現出血、疲憊、胃口差、想睡、

頭暈或體力差等現象。有兩位狀況較嚴重，因流產而中止懷孕。A在

懷有第二胎時流產，然而 A認為流產經驗有助於「對流產個案較能

感同身受」（A-043）。許多受訪者陳述孕期經歷不少事件，但仍認為

懷孕過程是順利的，顯示懷孕治療師多自認為能突破困境，另一方面

也可能是難以承認自己脆弱的一面。E在 40歲時才決定要生育，懷

第一胎的她在帶團體時發現大量出血：

第一次懷孕流產是在去育幼院工作，到了那邊是要帶一個兒童團

體。早上就開始不斷地出血，然後身體也很不舒服。下午的時候

我還是去工作，就簡單地清理一下，反正就把團體帶完。然後我

就坐上車，那時候好像又更大量地出血，我想說這應該是流產。

（E-006）

E因高齡受孕在等待羊膜穿刺報告時，覺得是「人生中黑暗的日

子」，但仍反覆說「反正都還蠻順利」（E-006, 012），似乎在安撫自

己最後能夠度過這些孕期所經受的衝擊事件。C在孕前就有血尿問

題，此問題持續到懷孕，但 C認為對接案沒有實際的影響。B懷第

一胎時正值 28歲，在懷孕早期覺得自己跟懷孕前一樣，毫無顧忌，

後來回顧時發現當時似乎過於天真，不知道懷孕的身體是有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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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的時候都還好，基本上我還是我自己，只是肚子裡面多了一

個 baby。時間還是我自己的，我要做什麼，基本上我還是可以

做。我要吃什麼、我要幹嘛幹嘛，我覺得還蠻自由的，就只是要

注意健康跟注意安全就好了。我好像一直到後期，都還是騎摩托

車「趴趴走」。（B-081）

懷孕晚期有半數以上受訪者注意到體重的變化並感到行動不便，

亦有少數出現心律不整、胸悶、血尿及皮膚狀況。宮縮和未足月生產

也是受訪者較常出現的現象，尤其是接觸暴力或情緒不穩定個案時易

出現宮縮。但，也有受訪者甚至覺得沒有懷孕這件事，如 F認為自

己可以專注在治療工作而忘卻懷孕，但也表示自己在懷孕初期感受高

焦慮，並會做惡夢。

懷孕治療師在孕期接受心理治療有幫助但需要衡量個別差異性。

孕期治療師接受治療必有所獲益，然而對於身體不適之懷孕治療師

卻同時也是增加身心之負擔。C懷孕前進行每週三次的分析，懷孕後

因為經濟與身心無法負荷，改回之前每週兩次的治療。E流產後又懷

孕，因為出血常跑醫院，最後只好暫停治療：

流產對我來講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創傷。在四個禮拜後去做治療，

我都覺得壓力很大。因為那個時候工作還是多的，我一週兩次開

車去，要忍受塞車。其實我那時候反而覺得治療對我來說是一種

負擔。（E-069）

E認為懷孕是個人的事情，不清楚要怎麼和個案討論，覺得相當

惶恐。但受身體狀況與一些因素阻礙，E後來還是停止督導。H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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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則受時差與網路連線問題影響也告終止。

（二）治療師懷孕與治療工作交織下，衝擊工作形式而做調整

治療師工作屬於多元場域與多元對象，工作有彈性，但需要奔

波及治療嚴重個案。5位受訪者在孕期仍與嚴重或高風險個案進行治

療。B在孕期有一個進行一年多的學校嚴重兒童個案，非常沉默、被

動攻擊，會在治療師面前傷害自己，如拔頭髮或摳傷口直至流血。B

表示：「他是很重的案，我那個時候知道我可能不適合接他，可是我

還是接了，因為我放不下他」（B-021）。E的自戀型人格疾患個案，

平時常貶低治療師，E懷孕後個案行為更加明顯：

就這樣對著我的臉然後打噴嚏，所以我的臉有沾到他的鼻涕。我

認為那個咳嗽有一點是針對我的寶寶，就覺得滿惡意的啦。所以

我心裡面對他有很多的憤怒，只要是那個個案我就會自動戴上口

罩。那當然我想這個戴上口罩的行為可能對我們的工作是有影

響，可是我又覺得我不得不保護自己。（E-043）

懷孕治療師的嚴重個案有的在懷孕前已經進行治療多年，有的

從治療師尚未懷孕開始進行，經歷治療師懷孕和生產後仍繼續治療。

這些長期個案，若為人格疾患或嚴重個案有自殺傾向、重鬱症或精神

病，對治療師是十分沉重的負擔。懷孕治療師之治療工作受衝擊下紛

紛尋求因應之道。懷孕是否帶動治療工作的調整？多數受訪者孕期治

療工作時間與數量均有變動，除了減少案量，也運用諮詢、轉介、結

案，及改為短期治療幾種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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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改為諮詢以降低移情發生，避免負荷過大：「在沒有懷孕的

時候，我都會盡量地就是說去想他們的狀態，然後有沒有必要延

長，可是我懷孕的時候我確實就會說，好，如果進行 6次〔治療，

或採用〕諮詢〔的形式〕，就是我盡量讓那個移情發生的機率減低」

（H-053）。或是轉介兒童個案給其他治療師，「比較需要活動量比較

大或者危險的小朋友團體，也許我們就會讓別人來帶」（G-013）。F

有計畫地把情緒嚴重個案改為短期治療後結案。

（三）精神分析取向治療師宣告懷孕和產假之考量

關於個案得知治療師懷孕與請產假，多數受訪者如 B、H、G、

F、E並非主動告訴個案懷孕或產假時間，而是依循古典精神分析設

置原則，採取被動回應的態度，「當個案提到肚子變大，才會被動跟

著談」（E-027）。當個案潛意識出現材料做詮釋時，才讓個案知道自

己懷孕。G主張不要太快把限制帶進去，讓個案自己發現後再處理。

E和 F是在敏感的病人主動詢問是否懷孕時才告知。

H若發現個案出現可以詮釋的相關材料，會告訴個案自己懷孕：

對這個病人來說，我懷孕好像對他來說是背叛吧！他有那種我背

著他偷偷做什麼的感覺。於是在那一週，我每一個病人都講了。

大概六週到八週，中間有素材可以詮釋的時候就會講。（H-017）

A表示是依據督導的建議，在預產期確定和懷孕狀態穩定時告訴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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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確定我的預產期是什麼時候，然後我的狀態是穩定的，就是

孩子的狀態是穩定的之後，我就告訴病人，就準備跟他說我懷孕

了，然後在大概我的孕產期大約會在什麼時候，所以我們的會談

大概會在會要在什麼時候先告一個段落，然後在什麼時候我恢復

上班之後再開始這樣子。（A-010）

告訴個案治療師請產假的時間點，受訪者的做法並不一致。有 6

位受訪者選擇在懷孕中、後期才告訴個案要請產假。B和 F認為在孕

肚較明顯時需要告訴個案自己請產假的時間，E也是相同主張，在懷

孕 6到 8個月之間告訴長期個案請產假時間。G認為「每個個案稍有

差異，預留至少 20天到一個月」（G-024）。C、D與 G則是延至接

近產假時才告訴個案。

並非每個個案治療師都會告知請產假時間，治療師 C未將自己

懷孕或要請產假告訴個案，因有計畫安排於寒暑假生產，或是治療在

生產前就結束，認為不會對個案造成影響，而沒有告訴個案。有些受

訪者選擇特定個案告知，例如只告訴部分個案、長期個案、自費個案

或特殊個案。考量個案的個殊性，G只告訴部分個案。A告訴長期個

案，「因他遇到整個懷孕歷程」（A-009）。C告訴自費個案，H會提

早告訴特殊個案。總之，精神分析取向懷孕治療師多維持古典精神分

析設置原則，主張被動與延後告知個案自己懷孕或請產假，但因工作

場域與個案獨特狀況而有例外的處理。

（四）個案對治療師懷孕的反應與精神分析取向治療師之回應

個案得知治療師懷孕與請產假，會出現許多反應及行動。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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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受訪者共提到懷孕期間接觸的 24位個案，這些個案的主要反應

有五類：

第一類是個案談論與懷孕相關的主題。G還未告訴個案自己懷

孕，個案已經談到很多懷孕的事。A、B及 C的不同年齡層個案得知

治療師懷孕，都好奇地詢問胎兒性別、如何生產和如何照顧幼兒等問

題，而 A、B、C及 F的非自費個案會送嬰兒服、蛋糕、毯子與包巾

賀禮給懷孕治療師。對於個案送禮，精神分析取向治療師多會婉拒並

做詮釋處理。G認為「可能跟分析取向有關，加上自費嘛！我覺得好

像因為已經收費，所以個案就不會想要再送禮了」（G-086）。

常見的第二類反應是擔心。F的很多個案都擔心治療師昏倒送

醫或是治療會影響治療師的胎教，「有一個個案跟我說，我好怕你忽

然昏倒，然後我就要叫 119。會不會我投射了一些什麼呢？我覺得

我蠻好的啊，你會不會太悲觀，覺得我是一個很讓他擔心的媽媽」

（F-009）。F認為是個案投射一個讓其擔心的媽媽到治療師身上。G

的女童個案，擔心產後 G要照顧寶寶而沒時間照顧自己。另一種擔

心是個案生氣或激動時怕傷害到治療師的胎兒。

第三類反應是驚訝。C的女學生個案很驚訝治療師結過婚，無法

接受治療師懷孕，此個案在產假後表示要暫停治療，後來傳簡訊做結

束。G的個案表示忘記治療師是女人，所以有懷孕的可能，不想接受

治療師懷孕的事實。第四類反應是行動化或退化。H的思覺失調症男

個案反應激烈，甚至踢翻治療室桌子，因過於失控而暫停治療。E的

個案出現退行，躺在沙發裡雙手抓著兩腳大拇指不住地搖晃，模仿嬰

兒樣子。H的女個案失去聯絡，H認為「我想對她來說那個太巨大了

啦！那個分離太久，然後對她來說可能太創傷，又是去生小孩，又有

別的小孩」（H-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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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類反應是對治療師懷孕不做反應。H的個案假裝完全沒發

生治療師懷孕這件事。C的男個案表示沒注意到治療師懷孕。F的個

案雖有注意到治療師身形的變化，但是並未詢問，因為擔心事實是

治療師變胖，發問會顯得太失禮。即使治療師肚子很大，E的個案還

是避而不談。D的自戀型人格個案完全忽略治療師的大肚子，即使 D

請產假前一個月，也不做任何反應。

懷孕治療師嘗試提供較嚴重而無法暫停治療過久的個案代理治療

師，當作過渡的客體，但發現多數個案並未加以使用。E的男學生個

案直接表明不接受轉介，同時也不願意更換治療師，但當 E產假後

回去工作時，個案說明只是來讓治療師了解自己照顧得不錯，治療遲

到和缺席頻繁。對於上述個案對治療師懷孕產生之移情反應，精神分

析取向的治療師主要使用詮釋、自由聯想技術做處理。D則是讓個案

對夢做自由聯想與探索。

（五）精神分析取向懷孕治療師對治療師性別、母職之觀點

治療師性別與治療工作上，H認為治療師性別不影響移情與投射

現象，B主張治療師是中性和去性別化的。但，現實中性別的確也影

響治療工作，例如 H擔憂男性個案會有暴力威脅，夜間拒接男性個

案：「心理治療工作時間都比較晚，會擔心男性個案有移情，如果有

緊急狀況，〔例如〕他要對我暴力啊，他要怎麼樣的時候我怎麼逃？

就會有那一種恐懼感」（H-054）。不同性別治療師存在差異嗎？ D與

F認為女性治療師缺乏清晰思考，而男性治療師缺少母性，但較具有

攻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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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女性治療師是沒有因應腦袋的。臺灣走心理治療走精神科的

男性，很多都是不能成為父親的人。父親的角色〔要〕陪著孩子

去好奇，母親的角色就是依附，關係要穩定。男性治療師他根本

沒有母性那種東西。（D-056）

H學習精神分析 20年，談到性別與治療技巧，發現新手治療師

受性別影響較大，但資深治療師受治療經驗的影響較大：

剛開始做治療時候，我其實前幾年不太敢接男性個案，就會擔心

男性個案有移情啊，怕不知道怎麼處理。訓練比較漸趨於完整的

時候，21年，做治療一段時間以後，可能精神分析的理論就是

bi-sexual嘛！就移情來說，〔治療師〕雖然是女生，可是她是投

射你變成她爸爸、變媽媽，所以〔性別〕越來越沒有影響。移情

的處理，我覺得會跟可能〔跟〕經驗比較有關係。（H-054）

F是位精神科醫師，學習精神分析 16年，對性別的觀感為：

我也碰過女性治療師她就是很 man啊，不是外表喔，是內在

啊，她就是很 tough啊，就是不怕那種，換句話說就是心臟很

強。我覺得男性治療師遇到的挑戰就是太快做詮釋，他們其實比

較 aggressive。（F-066）

懷孕治療師出現對母職能力與助人者專業自我認同二者的懷疑。

懷孕與工作交織帶來雙重的壓力，令治療師憂心。7位受訪者均提

到主要的擔憂是工作、胎兒及母職。B在離職和重新找機構談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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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懷上了第二胎，當時十分震驚與徬徨，也擔心突然生產或胎兒

過大的問題發生：「好像對工作的擔心是比較多的，就覺得接下來我

的工作要怎麼辦？因為可想而知嘛！馬上就是又要再跟個案請一段

時間，然後所以第二胎的經驗，我覺得對我在工作上的影響比較大」

（B-006）。而 B與 C最擔憂是產後育兒問題：「我覺得懷孕都還好，

小孩出來後那一年我覺得影響比較大。因為整個當媽媽的焦慮就上

來」（B-079）。C也有同感：「懷孕期間對工作真的沒有太大影響。

我反而覺得生產後比較有，因為生產後照顧寶寶我覺得比較辛苦」

（C-020）。

（六）兼顧古典精神分析治療設置原則與實務處遇彈性

學習多年精神分析之後，治療師逐漸從女性角度發展出對古典

精神分析理論的批判，以及對精神分析之文化學派或客體關係理論的

認同。兩位受訪者表達出對古典精神分析理論的不認同與不適用之觀

感。A學習精神分析 15年，認為身為女性感到難以理解古典精神分

析提出的概念，認為其忽略將環境因素納入考量：

佛洛伊德說男孩有閹割焦慮，女孩有陰莖嫉羨，但我個人不認

同。我的成長環境是很重男輕女，觀察到身邊的女性之所以羨

慕、嫉妒男性，是因為在家庭、家族中男性掌握了權力、說話

權、決定權，而女性沒有地位，沒有說話權。我經驗到社會文化

對女性的影響。（A-002）

學習 20年精神分析的 D認為「懷孕了就不要接兒童，太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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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的話，孕婦受不了，對兒童沒有好處，對你的 baby沒有好處」

（D-034）。並且深感古典精神分析理論不適合用來督導懷孕治療師，

或與兒童或青少年工作；如果使用，則需要彈性與注意個別性：

傳統精神分析會陷入一個錯誤。傳統太嚴厲的，我覺得不行。書

上的原則還是要守，但不要在懷孕時希望她精進，成為母親還是

要顧自己的孩子，要把治療師本身顧好。我不會建議一週增加次

數，因為治療師本身懷孕，增加次數要去感受這麼多感覺。治療

導向千萬不能夠太詮釋，在做青少年的時候不能完全空白螢幕，

因為青少年沒有生命經驗。（D-051, 052）

古典精神分析治療設置工作之缺口，呈現在懷孕治療師的工作過

程，當治療室內不可避免地出現胎兒時，不僅影響治療，受訪者們極

度關切是否影響胎兒。C與 D擔心腹中胎兒常常聽見個案談論的負

面材料與做出強烈攻擊，恐怕不利胎兒的成長，如「個案是受虐兒，

一直在罵三字經！我在想，我的孩子每天都在聽這種三字經那還得

了」（D-038），以及：

我會覺得好像諮商室裡面不是只有我跟個案，會覺得寶寶也在裡

面聽！可是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很直接的影響的部分，但我會覺得

說好像多一個人。可能也會想說不知道聽這些對寶寶是好的嗎？

（C-027）

受訪者有的自然面對懷孕破壞古典精神分析之治療設置原則及態

度，有的尋求督導協助，但也有些未能接受因自身懷孕而改變治療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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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導致理論與懷孕處境間的拉扯，或出現反移情現象。C與 E在治

療過程試圖藏起孕肚，C將衣服修改寬鬆不讓個案發現。E擔心懷孕

引發個案感受，使用披巾遮住孕肚，並挑選孕肚明顯前會結案的個案

工作。上述兩人學習精神分析時間與實務工作年資較短，且均為第一

次懷孕，藏孕肚以避免被個案發現，另一方面也擔心自己違反古典精

神分析之匿名原則：

我真的就是把自己先藏起來。一開始我想說我要怎麼跟個案談這

件事情，我自己也要心理準備什麼的，一直到真的藏不住了，我

才沒有用披巾。懷孕可能對一些個案會有影響，我其實不太想要

太早去面對。督導也有對我耳提面命，懷孕對育幼院沒有爸爸媽

媽的孩子來講是很大的刺激，一旦你懷孕了，你就不可以在育幼

院工作。（E-032）

G提及懷孕治療師是否要暫停治療工作的議題，認同「懷孕治療

師如果可以就不要進行治療工作的說法，因為〔治療工作〕一定會對

寶寶衝擊很大，引發個案很多移情」（G-098）。B和 F認為懷孕時或

生產後當以孩子為重，又覺得有罪惡感、對不起個案。D認為，面對

治療工作與母職，要先選擇照顧自己，勿過度自戀以為個案只需要

你：

很多治療師有一種自戀，或是有一種罪疚感，這樣對我的個案怎

麼樣，這是不對的。這是你個人的自戀議題，你的個案不一定需

要你，他可以暫時先不用你。懷孕到後面兩年之間，我一定把這

個母體顧好，至於個案會有別人接。（D-051）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36

身為專業助人者之懷孕治療師，平日處在照顧者的角色，將個案

福祉視為優先考量，一旦懷孕動搖原先依據的設置原則與專業自我認

同，要突破理論、放下個案或兼顧胎兒及自己，多方衝突下產生前面

描述的對懷孕事件否認之反應，與治療上的無所適從或掙扎。但同時

從不同治療師描述中發現，懷孕治療師觀察到個案出現之影響，自身

也發展出幾類因應方式做為治療設置之依據，可成為古典精神分析治

療設置調整的參考。

五、討論

（一）懷孕治療師擔憂治療工作衝擊胎兒，忽視與否認母體限

制

懷孕治療師工作性質特殊，面臨的不僅是母體、胎兒的健康，

也需要將個案納入考量。本研究發現胎兒是懷孕治療師最先想要保護

的，甚至因而跟嚴重或高風險個案保持距離。Mariann A. Howland等

（2021: 492）發現，懷孕母親負面情緒負荷量對孩子神經發展才是主

要的影響，據以推之，降低焦慮不安程度可能更是懷孕治療師需要著

力之處。

本研究也發現，母體健康是懷孕治療師最容易遺忘的。懷孕治

療師容易忽視自己的懷孕事實以及限制。此現象可能是治療師的自

大、自以為全能所造成，如 Carolyn Cousins（2016: 108-109）所言，

專業助人者平日也提供親職諮詢，讓懷孕治療師覺得已擁有豐富親職

知識，對於承擔和扮演母親角色過度自信。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懷孕

治療師透過否認的防衛機制繼續維持過往的工作品質（Schmidt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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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59）。

懷孕治療師需要得到專業照顧嗎？主張懷孕治療師需要接受治療

或督導的理由是，懷孕治療師遭遇至少一種反移情上的困難，有四分

之一的懷孕治療師難以自己處理無意識的反移情現象（Bassen, 1988: 

290）。本研究多數受訪者在孕期都曾接受治療與督導，但也有受訪

者反而增加焦慮而難以負荷。接受治療本身就存在壓力，懷孕治療師

若在生活與工作已是高壓狀態進入治療，恐不利於自身之進行治療工

作。另一個支持孕期接受治療的理由是，在懷孕治療師遭遇流產或死

產的重大失落時，導致無法維持治療結構，對治療師本身與個案都帶

來很大的挑戰（Cullington-Roberts, 2004: 107）。本研究反而發現受訪

者經歷流產後，對於接觸的流產個案變得更容易感同身受，在專業上

形成一種轉化和養分，治療師生命歷程遭遇的失落有了另一重意義。

（二）懷孕治療師之工作模式調整

懷孕治療師需考量個人身心狀況來調整工作。本研究受訪者工作

調整之方式包含計劃懷孕與生產時間、選擇個案、衡量個案數、變換

治療形式。個案選擇上，本研究受訪者多數在懷孕前已經開始治療的

個案，並未因懷孕而將之轉介，僅有一位受訪者在督導要求下結束育

幼院的個案。Barbara Rocah（2008: 23）提醒治療師，對於較脆弱的

兒童個案，要處理因治療師懷孕造成的二度創傷，並衡量兒童個案能

否承受治療師懷孕的衝擊。Way等（2019: 455）認為懷孕治療師因

反移情而容易對兒童個案增加保護，尤其是嚴重創傷的兒童需考量是

否予以轉介。

移情由治療設置所引起，也受到分離焦慮影響而產生。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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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與離開去生產，讓個案意識到懷孕治療師是另一個個體。Guy、

Guy與 Liaboe（1986: 298）提及個案對懷孕治療師出現否認、行動

化、終止談話、自我破壞行為、減少依賴治療師等移情反應。本研究

也有相同發現，個案對懷孕治療師表示自己可以照顧好自己，顯示治

療師懷孕可能導致個案變得更自大、自以為全能，否認對治療師的需

要，避免感受到依賴的客體崩解。

女性因生育遭受不利的處境，制度上理應積極提供保障和協助

（陳昭如，2016: 1102）。然而，本研究受訪者均依靠自身進行因應與

調整，並未提及自己受益於心理治療組織或制度上的協助。推究原

因，可能因治療師並非全部隸屬於專一機構，許多行動治療師工作型

態是四處接案，且有的治療師在個人工作室接案，導致無法獲得制度

保障，值得未來政府部門、學會、公會與各類心理服務機構進一步研

討。

（三）懷孕治療師宣告懷孕與產假

懷孕治療師無法維持古典精神分析的匿名中立治療設置條件，被

迫要對個案揭露懷孕一事。本研究僅有 1個受訪者在懷孕早期 6至 8

週時告訴個案，多數受訪者受到古典精神分析設置原則影響，普遍選

擇不主動提出，直至懷孕中、後期才告訴個案。

產假的安排上，Abigail Wedderkopp（2006: 45）主張明確告訴個

案因請產假要暫停治療的時間。Simonis-Gayed與 Levin（1994: 199）

建議在第三孕期開始時告訴個案產假時間。本研究僅有 1個受訪者在

懷孕 6至 8週時告訴個案，其他受訪者是在懷孕中、後期或是預產期

確定、孕肚明顯時告訴個案。受訪者決定告訴個案產假有幾種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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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訪者多主張被動回應和討論。受訪者選擇告訴個案的情況不

一，有的只告訴自費個案，有的選擇告訴長期個案，有的告訴特殊個

案。受訪者告訴個案的時間多是在生產前 1至 3個月內，有的是到懷

孕 36週時停止接案。受訪者受古典精神分析理論取向影響，選擇於

懷孕中、後期告訴個案的情況最為普遍，技術上多使用鼓勵個案揭露

情緒、討論和詮釋，處理產假的分離議題。

因治療師產假中斷治療，Amy F. Stockman與 Anne Green-Emrich

（1994: 457）建議使用代理的治療師以降低個案的焦慮，且紓解個案

因治療師懷孕引發的移情痛苦。Tracy A. Prout（2019: 216）曾將自己

孕期的個案轉介給同事或孕期代理治療師。然而，本研究結果發現，

多數受訪者的個案都拒絕使用代理治療師，並非再無治療需求，可能

是因為已與懷孕治療師建立關係，不想再重新開始接觸新的治療師。

有位受訪者的 2個個案沒有使用治療師提供的代理治療師資源，僅有

在治療師產假期間狀況較差者，才接受代理治療師一次治療。如何提

高治療師產假期間有急切需求之個案轉介的可能性，尚須更多研究深

入釐清。

（四）個案對治療師懷孕之反應與處遇

治療師懷孕一事打破原本的匿名與治療關係架構，提高個案的

焦慮。同時，也讓個案在治療關係中與移情、反移情之下，有機會接

觸自己的潛意識及慾望（Schmidt et al., 2015: 52）。個案常出現的反

應為競爭、害怕被拋棄、生氣、性幻想及挑戰治療師（Fuller, 1987: 

14-21）。

有研究認為個案反應與孕期、個案性別有關，個案在不同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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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出現不同的反應，第一孕期害怕分離；第二孕期處理親子衝突，手

足競爭；第三孕期處理分離議題。不同性別個案反應有別，女個案

興奮、競爭、敵意、羨慕，男個案常常出現否認、隔離（Guy et al., 

1986）。本研究發現，有的個案對治療師懷孕沒有反應，即使治療師

的孕肚很大亦然，有的男性個案在治療師告知自己懷孕時，表示因為

治療師坐著，看不出來。有的女個案表現驚訝，不相信治療師懷孕，

認為治療師很年輕，不像是結過婚。有的個案擔心實情是治療師變

胖，因而不敢詢問，怕自己誤會了。自戀個案忽略治療師的孕肚。此

外，本身有母職經驗的個案注意到治療師外觀改變和懷孕，有些男個

案的語言和動作趨於收斂，兒童個案出現矛盾，不想分離但是又表示

還好。

回顧過去文獻的觀點，懷孕治療師面臨須告知個案以及安排暫停

治療的情況，需考量自身接案的類型以及出現的反移情，主張依據孕

程有所變化，因此也有不同的任務與介入方式（葉寶玲，2018b）。

Bassen（1988）提及治療師都遇過是否告知個案嬰兒資訊的問題，多

數受訪者覺得可以直接回應，像是嬰兒性別、姓名或其他細節，有的

受訪者認為這些問題也要被分析處理。有的受訪者覺得不回答顯得沒

人性，有的認為除非是支持療法，否則回應是不恰當的。 

對於孕期的個案處理，要考量到孕期個案量、個案對自己第一次

懷孕的反應與影響、個案的不同需要、抗拒程度、個案的個別差異、

治療階段、治療師的反移情、治療師的治療技術等（Bassen, 1988; 

Guy et al., 1986），而決定如何處理。本研究中，有的個案害怕自身

情緒太激動，會嚇到胎兒；有的個案從治療師懷孕一事連結到最近談

話時冷氣很強，可能和治療師懷孕有關；有的個案想暫停談話，讓治

療師先照顧寶寶；有的個案拒絕被轉介給其他治療師；有的不容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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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師分離。至於代理治療師的使用，本研究有位受訪者的 2個個

案，在產假期間由代理治療師進行治療；也有位受訪者的 2個個案，

沒有使用治療師提供的代理治療師資源。

（五）對於懷孕治療師生理變化與能力下降的歧視與利弊觀點

懷孕的確造成身心巨大變化。本研究發現懷孕治療師在記憶

力、專注力、體力三方面受到較多影響。懷孕期間記憶力是否真的

變差？ 50-80%孕婦表示有記憶相關的困擾，出現健忘和思考能力下

降（Cuttler, Graf, Pawluski, and Galea, 2011: 27）。所謂懷孕腦（baby 

brain）、孕婦失憶症（maternal amnesia）或「一孕傻三年」等說法，

均認為懷孕會降低認知思考能力。但研究發現孕婦的資訊處理過程有

所變化，卻未發現記憶受損現象（Saraulli, Zanetti, and Spataro, 2021: 

71）。Bassen（1988: 290）則從精神分析觀點推斷，懷孕治療師記憶

力改變可能是受心理影響，乃反移情所導致，才造成懷孕治療師無法

記起與個案有關的細節。

懷孕治療師體力的變化，影響較大的可能是與兒童間的治療工

作。葉寶玲（2022: 15）整理過去與兒童及青少年工作的懷孕治療師

文獻發現，懷孕治療師較少進行兒童治療工作，也罕見懷孕治療師之

團體工作。一個因素是治療師在懷孕後期沒有體力去追逐兒童個案，

且兒童個案會使用和接觸懷孕治療師的身體。另一個因素是治療團體

中充滿手足競爭與性議題，若再加上治療師懷孕的因素，對團體運作

將形成太大的威脅。本研究也發現某些受訪者進行兒童治療時，在收

拾玩具的過程中的確更費力，但並不表示所有的懷孕治療師都無法跟

兒童工作，畢竟懷孕治療師之間也存在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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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懷孕抱持極端負面觀點者，傾向不支持懷孕女性繼續工作。

此觀點與本研究發現有別，本研究中僅有督導反對懷孕治療師繼續和

育幼院兒童工作，除此之外，懷孕治療師均繼續進行治療工作。受訪

者也提及工作機構內同時有多位治療師懷孕，機構負責人期待維持原

來的工作狀態，不贊成因懷孕的變數而減少接案量。此現象指出治療

師的懷孕涉及第三方，即工作的職場，也引發主管的焦慮與兩難。職

場環境對懷孕者的態度才是主要的焦慮與壓力來源（Little, Hinojosa, 

Paustian-Underdahl, and Zipay, 2018: 631），懷孕治療師的實務工作本

已充滿壓力，心理治療場域未來亟需構思解決之策與原則，既能照顧

個案，同時也能適時和適切照顧到平日身為照顧者的懷孕治療師之母

體健康。

過去懷孕治療師文獻較多探討懷孕對治療工作之負面影響（葉

寶玲，2018a: 7）。本研究中多數受訪者在懷孕期間並未請假，甚至

工作到生產當天，顯示懷孕治療師相當盡力履行對治療工作與個案的

承諾，同時也顯示精神分析取向懷孕治療師努力維持治療設置，降低

可能受到的影響。Schmidt等（2015: 60）認為懷孕治療師之工作應

視治療師、個案與治療關係而展開協商，而非採用絕對的處理原則。

Prout（2019: 212）主張懷孕並非全然帶來負面影響，懷孕不等同於

治療師的失能（disability），也能帶來治療的另一種契機，不論是對

個案或治療師，都增加新素料，讓治療有機會更加深入，值得探討。

Fenster等（1986: 34）也樂觀的看待，認為治療師懷孕有利於移情關

係的增進、個案有機會呈現病態衝突，以及增進治療師傾聽能力與滋

養照顧效果，懷孕激起治療師自己早年的衝突，讓治療師有機會解決

過去的議題。以上論述翻轉懷孕不利從事治療工作的說法，值得未來

相關研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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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懷孕治療師對性別與母職之觀點

古典精神分析理論概念並未關注懷孕治療師之治療設置處境。其

後從一人關係發展到當代精神分析之客體關係理論時，將母嬰雙人關

係作為理論核心，但懷孕治療師在治療設置原則上仍十分模糊，造成

觀點與實務操作有所分歧。

性別建構是古典精神分析特別受爭議之處，傳統觀念認為女

性具有支持、滋養及情感表達之特質（Notman and Nadelson, 2004: 

193）。過去文獻也發現懷孕治療師選擇督導時，期待有懷孕與成為

母親經驗的督導（葉寶玲，2019: 19），主要的考量正如同Malkah 

Notman與 Carol Nadelson（2004: 194）所述，懷孕治療師選擇女性督

導，可透過督導的自我揭露，將督導視為角色楷模加以學習。但，

Klein則主張治療師不分性別，治療師與個案的配對猶如母親與嬰兒

般，在個案眼中，治療師有時候是具有營養的好乳房，有時候是具有

破壞性的壞乳房。Nollaig Whyte（2004a: 14）也認為治療師具備雙性

功能，選擇督導不必區分性別。本研究結果也支持此觀點，受訪者跳

脫性別框架，認為治療師或督導在治療中並無性別之分。督導的性別

與對懷孕治療師提供的幫助間並無絕對關係，也不是唯一影響督導效

果的因素，因此在選擇督導時，性別並非唯一的考量。

論及母職與工作何者為先？多數懷孕婦女會將母職放第一位，其

次才是母職與工作並重（Akyol and Arslan, 2020: 271）。很多治療師

採取彈性與部分時間工作，從原來專職工作轉換為個人工作室接案的

模式（Wiens, Theule, Keates, Ward, and Yaholkoski, 2022: 155）。本研

究結果也有此發現，受訪者均是自願成為母親，傾向兼顧母職與自我

的發展。有 3位受訪者從學校、醫院或社區機構離開，轉換到私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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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private practice）或行動心理師工作模式，但同時也發現，選擇

行動心理師工作，雖能兼顧家庭，卻難以應對需要在多個機構奔走所

造成的時間耗費、精神疲憊與安全問題。

（七）懷孕治療師維持古典精神分析治療技術，但採取彈性的

治療設置原則

本研究發現精神分析取向懷孕治療師在進行心理治療過程，雖

仍在移情與反移情上工作，使用詮釋技術，但在治療設置上出現新的

思考。治療過程不變的是古典精神分析移情與反移情概念及詮釋技術

的治療工作，可以視為穩定的常數。但在治療設置上，如治療師的中

立、空白螢幕、禁制與不做自我揭露的態度，因懷孕打破此理想結

構，可視為變數。同時，本研究發現即使在無法妥協的懷孕現實下，

懷孕治療師採取被動揭露懷孕與產假，或在個案提及相關內容才告

知，均不謀而合地發展出折衷古典精神分析態度之揭露原則。

Lemma（2014: 226）提出體現設置概念，認為治療師外在形貌

對個案會產生強烈刺激，治療師身體的變化可能形成嚴重干擾。治療

師的身體改變影響界限和關係，讓治療師變得更像是個媽媽，個案如

孩子般想接觸媽媽。在無法完全中立與成為空白螢幕的情況下，懷孕

治療師出現多種反移情現象。例如本研究發現有 2位受訪者故意穿著

較寬鬆的衣服，甚至有的使用披巾想要藏起孕肚，不想讓個案發現而

引發個案太多感受，顯示治療師並不想太早面對懷孕問題和擔心影響

治療工作。Tracy A. Prout（2019: 216）將懷孕治療師在個案面前藏起

孕肚，解釋為懷孕治療師企圖保護胎兒。但本研究的發現不同，懷孕

治療師乃擔心懷孕引發個案的感覺而不知道如何處置，不想讓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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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孕肚以逃避此窘境，此結果與 Angie D. Cartwright等（2018: 86）

的發現較接近，治療師覺得不自在而想隱瞞懷孕事實。上述 2位懷孕

治療師之實務工作時間較短、學習精神分析資歷也較淺，推測可能是

在個案面前尚難以接受自己的身體改變，且專業上缺乏這方面的訓練

所致。此發現突顯專業理論學習與訓練上，未顧及女性生命經驗，造

成懷孕治療師的準備度不足，未來迫切需要提供女性新手懷孕治療師

此方面的資源，學習管理移情以及善用反移情的功能。

精神分析治療理論不是這個世紀的產物，隨著時代變遷，百

年來經過擴展與改變。當代精神分析拋棄古典精神分析權威治療師

姿態，傾向接近女性主義精神分析之主張，強調與個案間互為主體

（intersubjectivity）並賦能懷孕治療師，將懷孕解讀為女性內部的生命

力。本研究受訪者雖提到古典精神分析的一些概念可能在現代已不

合用，也有學者如 Ann R. Turkel（2000: 237）與女性主義治療觀點相

同，不贊同匿名中立的古典精神分析原則，認為古典精神分析取向為

了產生移情，治療師保持中立冷漠的姿態。但本研究發現多數懷孕治

療師仍依循古典精神分析假設作為治療的原則。現今精神分析治療典

範多樣化，讓實務工作之治療師出現認同危機，同樣讓懷孕治療師無

所適從，需要累積更多實務經驗與研究作為參考。

六、總結

至今精神分析與女性主義之間存在許多論戰，精神分析內部對

女性發展如性別差異、雙性特質、心理雌雄同體、女性特質等概念仍

存在不同的觀點。本研究深入訪談 8位在懷孕期間進行心理治療工作

之精神分析取向治療師，發現身處多元場域與多元形式治療的職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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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治療師，面對懷孕與產假議題在治療室內出現，懷孕治療師除了

以精神分析理論所學為依據，多自行處遇與判斷治療設置原則之彈性

程度。女性認同與專業認同之衝擊也是懷孕治療師面臨的重要課題，

多數懷孕治療師能跳脫性別之二分看待個案對治療師之投射，面對個

人、家庭與工作三重拉扯時，優先照顧胎兒，突顯治療關係與母職內

親子關係照顧性質迥然不同。時代變遷下，古典精神分析理論勢必鬆

綁與增加彈性，開放接納女性主義精神分析與關係取向流派的論述。

本研究發現，當代精神分析雖強調治療師主動參與，但懷孕治療師至

今並未完全放棄被批評為過時之古典精神分析被動治療態度。懷孕治

療師乃以自身處境為起點，突破古典精神分析理論治療設置原則，但

仍使用精神分析與當代精神分析主要技術，可提供懷孕治療師之實務

工作參考與依據，也有賴後繼者繼續審視精神分析治療設置，發揮輔

助涵容與詮釋的功能，避免成為懷孕治療師之阻礙。同時，期盼本研

究也讓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的關注延及懷孕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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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havior of Pregnant Psychologists while 
Providing Therapy

Pao-Ling Yeh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Pregnancy compromises the job performance of women, including 

those who work as therapists. Most studies of pregnant therapists have 

focused on psychoanalytic therapists, because their jobs involve long-term 

therapies, which are grounded in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psychoanalytically oriented therapists’ 

work during pregnancy, and to explore it from the feminist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This qualitative study involved eight therapists, including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clinical psychologists, and psychiatris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therapists, who were in multiple fields and used 

multiple forms of therapy, reported that the progress of their pregnancies 

was smooth, but they obviously ignored the restrictions of pregnancy. 

Half of the therapists still received serious cases during pregnancy. Most 

therapists wait for the client to find out that they are pregnant, and only 

passively inform them of pregnancy and maternity leav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s of pregnancy. More than half of the therapists receive medical 

treatment during pregnancy, almost all under supervision. Therapists were 

confused about motherhood and self-identity. Faced with the change of 

roles, most of them give priority to taking care of the fetus or themselves.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emphasizes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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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rapist; but this study found that, so far, pregnant therapists take 

a flexible approach to their own pregnancies, while not completely 

abandoning the settings and techniques of classical psychoanalysis. 

And classical psychoanalytic theory has become more flexible, openly 

accepting the discourses of feminist psychoanalysis and relational 

approaches, and constructing treatment principles more suited to pregnant 

therapists.

Keywords:	 feminism, pregnancy,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psychotherapy, therapist


